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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文人，作为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代表群体，深受“爱国必自爱乡始”思潮的

鼓舞，并且延续了明清士绅阶层参与地方事务的传统，将地方作为一系列新兴事业的起点。他们不仅

参与了地方社会不同领域的实践，并且通过文学这一独特方式介入其中。在地方政治的革新方面，当

时文人热衷的是西方地方自治制度，并借助小说进行地方政治的想象和再现；在地方社会的改良方

面，文人青睐的是创办或主持新式学校、报刊、社团等，并借助方言文学、民间文学向地方民众输入启

蒙的常识；在地方文化的建构方面，文人延续了地方史志的撰写和先贤著作的整理，却力图通过地方

史和地方先贤建构理想的国史和国民。

地方再造，是在地方上建构一个统一和普遍的现代秩序，即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内核的全新文化，

但依赖的却是知识精英自上而下的实践。建设的另一面却是破坏，人们向地方社会推行现代民族国

家的诸种举措，却压抑了地方社会的多样性和内生动力，最终导致固有“士绅传统”的瓦解。随着“士

绅传统”的崩塌，清末民初之后的文人或知识精英不断离乡去城，只能以“侨寓”的身份书写着关于地

方的乡愁。本文将从缘起、领域、影响等方面讨论清末民初文人再造地方的各种面相。

再造地方：

清末民初文人的地方实践与文学书写

冯仰操

内容提要 受“爱国必自爱乡始”时代思潮与“士绅传统”的影响，清末民初文人将再造地方作为再造中

国的起点，广泛参与了地方政治的革新、地方社会的改良和地方文化的建构，并通过文学介入其中。人们通

过自上而下的推行，向地方社Ґ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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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必自爱乡始”与“士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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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之说，则四万万分子聚合而为千五百分子，千五百分子聚而为十八分子，十八分子聚而为中国。质

点愈密则团结力愈益强，固废自成为一部，必不能于全体中占一部之位置；不能于全体中占一位置，滋

所以病全体者也”，“故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1]。或者强调现实的条件，如湖北同乡会言：“非敢自

相畛域也，实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谋远大也”，“故不得已而援由乡及国之义，暂以

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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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88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型”文人,1870年代出生的是典型的过渡一代。

清末民初文人中士绅比例逐渐降低，但仍延续着“士绅传统”的惯习，在各种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甚至在科举制度崩溃多年以后，“士绅传统”还发挥着作用。以 1923年成立的新南社为代

表，作为新旧文人的联合体，主要由1880年代出生和189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型文人”构成。他们

依旧活跃于江南的城乡之间，在各个市镇上成立社团、发行报刊、推行自治、整理地方文化等，如吴江

黎里的柳亚子、毛啸岑办《新黎里》，吴江盛泽的徐蘧轩、徐蔚南办《新盛泽》，吴县周庄的陈蕺人、沈君

甸、王德钟办《蚬江声》《新周庄》，萧山衙前的沈玄庐、陈望道、叶天底等人组织衙前农民运动，桐乡乌

镇的沈雁冰办《新桐乡》等。

二、参与政治、社会与文化革新

社会、文化和政治是士绅阶层参与地方治理的主要领域。清末民初文人的地方再造，实际是以西

方现代文化革新固有的地方秩序，同样以社会、文化和政治为切入口，但在内容和性质上表现出极大

的不同。

在传统社会，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

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拥有的是非正式权力[1]。在国家危亡之际，政治成为整个社

会的焦点，清末民初文人积极参与了现实的政治革新（包括担任新政或革命职务、组织或参与政治性

社团等）。文学的影响力不等于政治的影响力，清末民初文人涉足的政治领域有全国（含外省）、本省、

本府县之分。列清末民初江浙文人参与政治革新一表（见下页）：

从表可知，江浙文人参与政治革新的56人次，去重复者共48人（占总体的30%），其中，参与全国

性政治的有25人（15.6%），参与地方政治（含省级、府县级）的共28人（17.5%）。因辞典收录的多为全

国性文人，上述统计足以证明文人对地方政治的关切。

在地方政治的革新中，不同代际文人的站位不同，关注的视角与参与的方式也不同。清末民初的

地方政治，均以现代地方自治制度为模板，但人们追求的过程中却有改良与革命之分。“士绅型”文人

[1]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283页。

科举功名
出生代

1850年代
出生（26）

1860年代
出生（26）

1870年代
出生（47）

1880年代
出生（39）

1890年代
出生等（22）

合计

名录
陈玉澎，陈廷焯，裘廷梁，朱铭盘，
张謇，费念慈，夏孙桐，范当世，刘
鹗，沈曾植，顾家相，黄绍箕，金蓉
镜，朱孝臧，陈黻宸，王甲荣（16）
江标，周应昌，唐文治，章钰，孙雄，
张鹤龄，曹元忠，彭诒孙，俞明震，
汪康年，夏曾佑，张元济，俞陛云，
蔡元培，蒋智由，徐珂，唐泳裳（17）
丁传靖，王季烈，钱振锽，曾朴，冒
广生，狄葆贤，夏仁虎，杨圻，汪荣
宝，叶景葵，张尔田，冯幵，诸宗元，
蒋鹿山，蔡东藩，陈蝶仙（17）
孙景贤，周曾锦，王蕴章，刘师培
（4）

54

比例

61.5%

65.4%

36.2%

10.3%

0

60.7%

名录

邹弢，韩邦庆，沈汝瑾，李详，孙德谦
（5）

吴国榛，凌应霖，黄人，李伯元，宋恕
（5）

张春帆，金松岑，李涵秋，陈去病，丁
福保，许指严，包天笑，陈景韩，高燮，
恽铁樵，王濬卿，周祥骏，王国维（13）

徐树铮，欧阳钜源，吴双热，吴梅，周
实，柳亚子，王钝根，陈伯平，邵飘萍，
吕南仲，邵瑞彭，严独鹤，郁华（12）

35

比例

19.2%

19.2%

27.7%

30.8%

0

39.3%

合计
（比例）

21
（80.8%）

22
（84.6%）

30
（63.8%）

16
（41%）

0

89

上层士绅（进士、举人、贡生、官吏等） 下层士绅（生员、监生、例贡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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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倾向于改良，积极参与清政府主导的地方自治（省一级是谘议局，府县一级是县议会等），并且多位

居核心，如张謇、陈黻宸、唐文治等人均为一省政治的领袖。但“知识分子型”文人多倾向于革命，以返

乡革命者的身份参与地方光复，多为疾风骤雨式的革命。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革新中，文学始终在场，通过大量的政论文和政治小说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在清末新政初期，地方政治革新方案还在酝酿中，文人们通过政治小说想象理想的民族国家，将

地方自治制度作为地方革新的模板，将志士贤绅作为理想的实践者；预备立宪之后，地方自治全面推

行，但直至民初并未显示出预想的效应，文人们转而通过社会小说等进行再现和批判，批判地方自治

的弊端和权绅劣董的丑恶。

与政治革新相比，社会改良的成本较小，领域更广，因此投入者更众。在社会改良中，社会启蒙事

业居于重心，以新式学堂、报刊以及社团等为代表。文人的本地参与也有程度的差异，在此仅整理清

末民初江浙文人开创本地社会启蒙事业表：

从下表可知，江浙文人创办本地社会启蒙事业的共33人次，去重复者共30人，占总体的18.8%。

政治领域
文人代际
1850年代
出生代（26）

1860年代
出生（26）

1870年代
出生（47）

1880年代
出生（39）

1890年代
出生等（22）

合计

全国（含外省）
张謇（立宪派领袖）
黄绍箕（京师大学堂提调）

江标（湖南学政）
唐文治（农工商部左侍郎兼
署理尚书）
曹元忠（资政院议员）
孙雄（学部主事）
张鹤龄（办京师大学堂）
章炳麟（光复会会长）
俞明震（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督办）
汪康年（中国国会领袖）
宋恕（山东学务处议员）
蒋智由（组织政闻社）
夏曾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司长）
蔡元培（光复会会长、教育部
总长）
冒光生（农工商部郎中）
夏仁虎（国务院秘书长）
高旭（民初众议院议员）
汪荣宝（资政院议员、民初议
员）
丁传靖（总统府秘书）

徐树铮（陆军次长）
孙景贤（国务院参议）
邵瑞彭（民初众议院议员）
叶楚伧（粤军北伐军秘书长）
王钟声（上海光复）
陈伯平（安庆起义）

25人

本省
张謇（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咨
议局议长）
陈黻宸（浙江咨议局议长）

唐文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

曾朴（江苏省议会议员）
金松岑（江苏省议会议员）
狄葆贤（江苏咨议局议员）
陈去病（江苏讨袁军司令部
秘书）
高旭（同盟会江苏分会长）
包天笑（江苏教育总会干事）
蒋鹿山（浙江光复）
秋瑾（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经亨颐（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朱少屏（上海光复）
汤国梨（浙江“妇女保路会”
负责人）
马叙伦（浙江光复）
邵瑞彭（浙江光复）
邵飘萍（浙江光复）
汪东（江苏光复）
姚民哀（上海光复）

19人

本府县
张謇（主持南通地方自治）
裘廷梁（无锡自治公所总董）
王甲荣（参与嘉兴地方自治）

金松岑（创中国教育会同里
支部）
高旭（金山县军政分府司法
长）
周祥骏（徐州光复）
陈蝶仙（代理浙江镇海县知
事）

孙景贤（筹组同盟会常熟支
部）
邹铨（参与地方自治）
庞树柏（常熟光复）
周实（淮安光复）
阮式（淮安光复）

12人

合计
（去重复)

5人

12人

15人

14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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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事业
文人代际
1850年代
出生（26）

1860年代
出生（26）
1870年代
出生（47）

1880年代
出生（39）

1890年代
出生等（22）

合计

新式学堂
张謇（办南通等地新式学堂）
邹弢（1908养正学堂）
范当世（筹办南通小学堂）
陈黻宸（创设利济书院和利济
学堂）
章钰（办理吴中学务，建立初
等学堂四十余所）
蔡元培（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曾朴（与丁初我等人办小学）
金松岑（同川学堂）
经亨颐（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

王钝根（创办小学于本邑）
汤国梨（吴兴女子学堂校长）

范烟桥（吴江县劝学所劝学
员）

12人

报刊
邹弢（1924年无锡《泰伯市
报》）
裘廷梁（1898年《无锡白话
报》）

黄人（1900年《独立报》）
蒋智由（1903年《浙江潮》）

包天笑（1902年《苏州白话
报》）
汪荣宝（1903年《江苏》）
陈去病（1903年《江苏》）

吴双热（《虞阳晚报》）
柳亚子（1923年《新黎里》）
王钝根（《自治旬报》）
马叙伦（1906年前后《新衢州
杂志》）
范烟桥（《同言报》、《吴江》）
王德钟（1923年《新周庄》）

13人

社团及其他
黄绍箕(1896创办瑞安学
计馆，创务农会)
李详（1929年办审言图书
馆，供乡人阅读）

张元济（1905年任浙江铁
路公司董事）

钱振鍠（成立孝仁乡书
会，供乡人阅读）
丁福保（捐书无锡县立第
一高等小学）
周祥骏（创设不缠足会）
叶景葵（1908年创办浙江
兴业银行）
柳亚子（同里自治学会）

8人

合计
（去重复）

7人

5人

10人

6人

2人

不同代际的文人有明显的差异，“士绅型”文人以地方启蒙为重要支点，不仅有影响全国政坛的张謇、

黄绍箕、蔡元培等人，还有早期的报刊文人邹弢等人。而“知识分子型”文人，本就以新式学堂、报刊和

社团为栖身之所，但在地方社会的投入每况愈下。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启蒙中，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被视为重要的启蒙工具[1]。在地方社会启蒙中，

以本地民众为主要的启蒙对象，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民间文学传统被广泛地发掘和利用。自《新

小说》开始，各地流行的民间歌谣、戏曲等被文人们广泛的仿作，借歌谣的形式（即句式、曲调）输入普

遍性的启蒙常识，涉及当时最流行的爱国、反对迷信、反缠足、妇女解放、尚武等主题。

在地方文化方面，文人们多延续了传统，关注地方文献的整理、地方史志的编撰、地方景观（文庙、

先贤祠、名人古迹）的建构等。列清末民初江浙文人整理本地地方文化一表（见下页）：

从表可知，江浙文人整理地方文化的共30人次，去重复者共26人，占总体的16.3%。地方史志撰

写与地方文献保存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备受官方与民间的推崇。清末民初时期，在官方有江苏通志

馆、浙江通志局，在民间有国学保存会、南社，依旧热衷此道。但亦有代际的差异。“士绅型”文人大都

按部就班，收集、整理和出版地方文献，参与官方主持的地方志修撰；但“知识分子型”文人在延续传统

的同时，特意发掘和整理具有反满性质的晚明遗民文献，并且热衷于民间野史和乡土志的编撰。

清末民初地方文化的建构，文人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并力图通过地方历史和先贤的书写来建构理

想的国史和国民。人们借助小说、戏曲和历史传记等，专门发掘与宣扬地方的传统英雄和近世烈士，

通过对民间记忆的凸显挑战或解构满清的正统性，通过对另类英雄的塑造建构理想的国民形象。

整体上看，在清末民初文人的五个代际中，“士绅型”文人积极参与了地方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再

造，不仅人数众多，并且保持着深层次的参与。而“知识分子型”文人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知识分子

[1]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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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人游离于地方秩序之外，经常以返乡者的身份参与地方政治等，并没有真正沉淀于地方社会。

史家称之为“游士”，在政治方面“游走四方，寻觅新的政治领袖，志在重建独立、民主的统一国家”[1]。

三、影响：建设与破坏

清末民初文人的地方再造，致力于在地方上重建一个统一和普遍的现代秩序，即以现代民族国家

的建构为导向。无论是地方政治、社会还是文化，均被民族国家所主导或限定，相关的文学书写也成

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所谓的现代秩序，是对西方文化的横向移植，依赖知识精

英自上而下的书写和实践，却忽略了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最终瓦解了地方的固有秩序，并导

致自身与地方社会的疏离。

晚清中国开启的现代化，核心诉求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不是由本国传统自发产生的，而

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模仿对象。地方再造，同样是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首要目标。在中国，现代民

族国家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过程，而且也是创造文化同一性的过程，即创造超越并包

容地方性和汉族之外的其他的文化同一性。文化同一性的创造不仅诉诸种族、语言和传统，而且也诉

诸时代，因此，这种文化的同一性被理解为‘新’的同一性”[2]。在地方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不是强调

各地的特殊性、差异性，而是强调超越地方的统一性和普遍性。

地方政治的革新，以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为蓝图，以国家政权建设为最终方向。无论是官方还是民

间，对地方自治的理解各有千秋，均将地方自治视为立宪之根本或建国之基础。对于官方而言，力图

通过权力的让渡巩固自身的权威，将地方自治作为官治的补充。但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也力图通过正

地方文化
文人代际

1850年代
出生（26）

1860年代
出生（26）
1870年代
出生（47）

1880年代
出生（39）
1890年代
出生等（22）

合计

地方文献整理
李祥（《江都汪氏丛书》）
朱孝臧（《湖州词征》，《国朝湖州词录》）

曹元忠（收藏地方文献）
章钰（收藏地方文献）
章炳麟（整理张煌言等文献）
丁福保（收藏乡贤著作）
冒广生（《如皋冒氏丛书》）
周祥骏（徐州二遗民文献）
金松岑（收藏地方文献）
陈去病（《松陵文集》、遗民文献）
高燮（整理陈子龙等遗民文献）
叶景葵（收藏乡贤著作）
柳亚子（《分湖诗钞》）

13人

地方史志编撰
陈玉澎（纂修《盐城县志》）
裘廷梁（无锡县志总编纂）
李详（修订《江苏通志》及县志）
沈曾植（总编纂浙江省志）
朱孝臧（纂浙江省志）
顾家相（纂浙江省志）
金蓉镜（纂浙江省志）
凌应霖（参订《黎里续志》）
唐泳裳（纂浙江省志）

陈去病（《五石脂》、1929年江苏通志馆）
夏仁虎（《秦淮志》）
高燮（主持修辑《金山县志》）
张尔田（纂浙江省志）
王国维（纂浙江省志）

刘师培（《邗故拾遗》、江苏省乡土志）
邹铨（编纂《练塘小志》）
范烟桥（《吴江县乡土志》）

17人

合计
（去重复）

7人

5人

10人

3人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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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权力的分享获得更大的支配性，将地方自治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砝码。但在官方与民间的博弈或

斗争中，自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开始，历经国民政府时期的保甲制、共和国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国家

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反而步步增强[1]。

地方社会的启蒙，依赖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和社团等新的制度媒介普及现代的思想文化。地方社

会的启蒙，是为了将地方的民众培养为合格的国民，将地方的风俗置换为文明的风俗。在此过程中，

新的“民”被发现了，包括历来不被重视的妇女、儿童和底层民众，但旧的“俗”被禁止了，包括众多根深

蒂固的宗教习惯和家族惯例。

地方文化的建构，同样以民族国家为导向。在民族国家话语的烛照下，各地的地方文化呈现出统

一的叙述模式。以广东一地为例，在思想文化与学术成就方面，“既要彰显岭南思想文化开风气之先，

又不忘坚持岭南文化秉承中国学术之正统”；在族群方面，“皆以证明该族群文化具有正宗的汉族血统

和文化渊源为指向”；在民间民俗方面，“逐步提升为‘广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中国

的地方和民族文化既千差万别，又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地方学人的观念中，地方的差异性完全整合

到理想中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去”[2]。

与地方实践相关的文学书写，亦开启了民族国家叙事。地方政治的想象，尤其是始于地方的建国

想象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一支；方言文学的提倡与尝试，以国语的统一为界限；民间文学

的仿作，是借传统的形式灌输普遍性的文明常识；地方历史和人物的书写，均深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

义的影响。

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必然遭遇种种的水土不服。在地

方再造中，包括文人群体在内的知识精英处于主动的位置，常常先于官方进行试水，并影响和推动了

官方的举措。但知识精英所持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立场，将西方文化视为理想的救赎，忽略了本土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尤其是普通民众的需求。这一倾向正是萧功秦所归纳的制度决定论，即“人们无视

一种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立宪制度）所得以发挥其效能的各种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把引入这种制度

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与方法”[3]。在此过度乐观的逻辑下，地方再造狂飙突进，最终瓦解了地方社

会集政治、社会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士绅传统”。

地方自治，为士绅群体提供了参与地方政治的正式平台，并且只是他们的独角戏。无论是地方自

治机构的设立，还是地方自治事务的推行，士绅是在上的实施者，而普通民众是在下的承受者。地方

自治的经费，主要由民间社会负担，知识精英们进一步将压力转移至普通民众，除了征收固有的“公

产”“庙产”，还进行随机的摊派。知识精英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损害，最终导致民众的对立，“对于‘绅

权’膨胀的最早社会反抗，乃是清末民初由下层群众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民变’”[4]。在传统的士绅治理

中，士绅拥有的是非正式权力，依赖文化权威、人情、法律等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着缓冲带和调节器的

作用。但是地方自治的推行，却让士绅阶层丧失了普通民众的拥戴，也失去了制衡国家权力的基础，

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1]沈延生、张守礼：《自治抑或行政：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版，第41、42、314页。

[3]萧功秦：《危急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4]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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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会的启蒙，是文人一面倒的灌输。致力于启蒙的文人，在穷乡僻壤之间点燃科学、民主、平

等等现代文明的星火，其公心自是可嘉。但是他们过分相信启蒙的正确性，将所输入的知识视为理所

当然的，反过来将固有的民间宗教、娱乐、风俗等视为迷信的或封建的，而枉顾普通民众的接受能力和

真实需要。在士绅传统中，士绅的“要务”之一是投身与庙宇有关的宗教活动，但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兴

办和反迷信活动的勃兴，修庙等事务逐渐减少[1]。至“五四”时期，宗族制度、家庭观念亦成为被批判的

对象，士绅权威所维系的另一重要基础亦风雨飘摇。

地方文化的建构，历来都是文人的专利。自古至今，地方文化包罗万象，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建

构了各自的传统，但是知识精英凭借书写的特权占据了主流。在士绅传统中，文人们通过对儒家文化

的服膺和宣扬获得文化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但是自清末以来，中国士人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产生了严重的取向危机，包括道德价值取向、认同取向和精神取向等方面[2]。清末民初文人的地方文

化建构，以西方知识体系和民族国家话语为框架，却并没有起到权威和整合的作用。

清末民初文人的文学书写，同样是一种凌空的精英写作。在读者层面，文人们以地方民众为拟想

读者，提倡方言写作、民间文学的仿作，但民众并没有能力接受，


